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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结构变迁对城市经济效率的影响

———以中国 285 个城市为例

卫 平 余奕杉

〔摘 要〕 从长期看，产业结构调整是提升经济效率的重要途径，但是短期内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对城市经济效率

的影响存在差异。基于中国 285 个城市的面板数据，从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两个维度，构建了产业结构与城市全要素生

产率的计量模型，运用系统广义矩估计( GMM) 方法分析了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对城市经济效率的影响。结果显示: 产业

结构合理化对城市经济效率提高具有显著正向作用，而产业结构高级化对城市经济效率的影响则受城市规模的制约; 城市产

业结构高级化的经济效率提升效应因产城关系的不匹配而存在人口规模门槛，城市需跨越一定的规模门槛后方能从产业结

构高级化中获得效率增长效益; 从区域层面看，中西部地区城市经济效率从产业结构高级化中获得结构红利的城市规模门槛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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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城市产业结构是城市经济投入产出的资源转化

器，其调整方向和组合类型决定了城市的总体经济

效率［1］。然而，对产业结构变迁是否能带来地区经

济效率提升效应，现实和理论界尚无确定答案。产

业结构优化是高级化与合理化的综合体现，但多数

研究与现实中的决策多偏向产业结构某一维度的优

化。第三产业份额不断上升成为产业结构变迁的重

要趋势，对于这一趋势对地区经济效率的影响，学术

界存在“结构红利”和“鲍莫尔成本病”两个相互矛

盾的理论假说。一个典型事实是，我国城市市辖区

三次产业占总体国民经济比重由 2003 年的 4． 5%、
51. 6%和 43． 9%转变为 2015 年的 2． 9%、43． 8% 和

53． 3%，也即产业结构不断高级化，但反映经济增长

质量的全要素生产率( TFP) 及其对潜在经济增长的

贡献率近年来却呈下降趋势［2］。究其原因，主要是

由于我国第三产业整体 TFP 不高，知识密集型高端

服务业发展不足，服务业占比快速提高与其低效

率不相匹配，导致了产业结构“逆库兹涅茨化”、产

业间联动效应难以发挥，从而制约了服务业对实

体经济升级的支撑作用［3］。此外，地方政府竞相

出台“退二进三”的产业发展规划，通过行政资源

配置推动地区产业结构高级化，然而部分城市产

业结构与城市规模不相匹配，资源配置效率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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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大［4］。产业发展与城市化发展相互依存，城市

产业结构应与城市功能相匹配，而对于不同人口

规模等级的城市，其产业结构的调整路径也应有

所区别。因此，探讨不同的产业结构变迁路径对

经济效率提高的异质性影响具有理论合理性和现

实必然性。
本研究的边际贡献在于: 其一，在数据选取上考

虑到中国省内各市并非同质化单元，采用了 285 个

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在城市层面检验“结

构红利假说”，得 出 的 结 论 会 比 省 级 数 据 更 加 可

靠; 其二，在研究视角上，从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

级化的综合视角，分析了城市规模因素制约下产

业结构变迁对提升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异质性影

响; 其三，在研究方法上，在理论阐述产业结构影

响经济效 率 提 升 的 作 用 机 理 及 依 赖 条 件 的 基 础

上，构建了动态面板模型，并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

方法控制内生性问题。

二 文献回顾

关于城市经济效率，既有文献中通常选取城市

劳动生产率或全要素生产率两种方式衡量。劳动生

产率是单一要素利用效率，而全要素生产率是整体

资源配置效率，其更能综合反映一段时期内投入转

化为产出的总体经济效率。许多学者对提高城市经

济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探讨，研究视角主要集中

于 考 察 城 市 最 优 规 模 或 城 市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水

平［5 － 6］。国内外也有一些文献讨论了产业结构变迁

对地区经济效率的影响，其主要研究成果包括以下

两个方面。
1． 关于产业结构变迁影响劳动生产率的研究

在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效率关系的研究中，大

部分文献使用劳动生产率来衡量地区经济效率。围

绕劳动生产率增长是否符合“结构红利”假说，国外

学者的研究存在较多争议。奥尔德里奇和科里斯特

通过偏离份额法研究发现 1995 － 2009 年巴西的结

构调整对劳动生产率增长贡献高达 70． 3%，存在显

著的结构红利效应［7］。但也有一些学者采用不同

样本研究并发现这种影响不存在或很小，如蒂默和

西尔马伊对亚洲四小龙制造业结构变迁影响生产率

的实证研究［8］。国内相关研究多数支持结构红利

假说，如刘伟和张辉认为资源要素在三次产业间的

转移对生产率提升存在正向作用［9］; 杨天宇和曹志

楠构建了产业层面的经济增长核算框架，分析了中

国三次产业结构变化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发现劳

动力的产业间流动仍然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不

宜将我 国 经 济 增 速 放 缓 的 原 因 归 结 为 结 构 性 减

速［10］; 毛丰付和潘加顺的研究在城市产出总量函数

中引入产业结构变量，认为产业结构对中国城市劳

动生产率的作用为正且呈倒 U 型变动［11］; 柯善咨和

赵曜研究了产业结构高度化对城市劳动生产率的影

响，认为产业发展应该与城市规模相匹配［12］。而另

一方面，也有研究表明产业结构服务化的系统性因

素会导致劳动生产率的减速，如袁富华提出了经济

增长中的“结构性减速”观点，认为劳动从制造业流

向服务业可能导致劳动再配置效率下降［13］。然而，

以上研究并未判断产业结构变迁对城市综合要素整

体配置效率的影响。
2． 关于产业结构变迁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

研究产业结构变迁对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文献

相对较少，理论上认为产业结构变迁能够改善整体

资源配置效率［14］。有学者从全要素生产率角度证

实了产业结构调整的“结构红利”效应，如温杰和张

建华在考虑三次产业要素产出弹性可变的基础上，

测算了 我 国 三 次 产 业 结 构 变 化 的 资 源 再 配 置 效

应［15］; 张军则基于中国工业结构变动对相应生产率

增长的贡献进行了研究，认为结构调整和要素配置

对整体资源配置效率提高有显著的促进作用［16］。
另一方面，王鹏和尤济红利用 TFP 分解法的研究发

现我国 2013 年三次产业劳动边际产出率差异较大，

认为产业内部增长效应才是 TFP 增长的 主 要 源

泉［17］; 李翔和刘刚采用偏离份额法分解经济增长速

度，指出我国在 2001 年后用 TFP 量化的经济增长速

度与第三产业份额之间存在明显负相关关系，第三

产业份额提升出现了结构和速度负相关的“成本

病”现象［18］。但是，上述产业结构影响综合要素配

置效率的研究，仅局限于产业结构高级化，没有涉及

产业结构合理化，且使用的数据为省级层面数据。
综上所述，产业结构影响地区经济效率的现有

研究有以下两点不足: 其一，现有文献尚未系统地从

产业结构高级化与合理化两个维度深入剖析产业结

构变迁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效应; 其二，鲜有研究使

用地级市层面数据在全要素生产率视角下验证“结

构红利”假说，尚未揭示多种因素制约下产业结构

变迁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异质性。因此，本

研究立足于以上两方面加以拓展，分析产业结构变

迁在城市经济效率提升中的作用，以期为我国城市

选择差异化产业结构调整路径、促进城市经济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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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提出有益的建议。

三 理论机制分析与研究假说

许多学者认为产业结构变迁与地区全要素生产

率提高是一致的，因为长期内技术进步是产业结构

变迁的根本动力，在要素充分流动的情况下，新兴产

业不断出现，落后产业逐渐被淘汰，资源从低效率产

业流向高效率产业，资源配置效率改善，理论上必然

促进地区经济效率提升［19］。但是，我国产业结构变

迁具有政府主导的特征，在一定时期内，产业结构变

迁不一定伴随着技术进步，各种投入要素也不一定

能在产业间充分流动以实现要素结构转换，从而可

能改变城市产业结构变迁的经济效率提升效应。此

外，产业结构优化包括合理化与高级化两个方面，二

者既可能一致也可能背离。
1． 产业结构合理化对城市经济效率的影响

产业结构合理化指的是产业之间的聚合质量，

它一方面是产业间协调程度和关联水平的反映，在

城市市辖区范围内则突出反映为二产与三产的协调

程度、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协调程度; 另一方面是资源

有效利用程度的反映，即要素投入结构与产出结构

耦合程度的衡量［20］。产业结构变迁可以通过市场

配置与政府引导两种方式来完成。如果地方政府的

产业发展规划与城市资源禀赋结构、市场需求结构

相协调，则政府推动的产业结构变迁与基于市场需

求和技术积累内生的产业结构变迁方向一致。在外

生技术进步和政府主导产业依次推动产业结构变迁

的过程中，不同产业存在产出效率差异，劳动等投入

要素从边际产出率低的行业流向边际产出率高的行

业，低生产率行业因要素流出而边际产出上升，当要

素从低效率或低效率增长产业转移到高效率或高效

率增长产业时，资源再配置效率提高，由此带来的

“结构红利”就是产业结构合理化促进总体经济效

率提升的核心原因。
基于上述分析，提出理论假设 1: 产业结构合理

化通过产业间“关联效应”与“要素重置效应”提升

城市经济效率，即产业结构合理化与城市经济效率

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2． 产业结构高级化对城市经济效率的双重效应

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增加是产业

结构高级化的一种重要表现。产业结构高级化通

过两种途径对城市经济效率产生促进效应: 其一，

发展高端服务业促进了服务业自身的 TFP 增长，

高端服务业具有知识密集型和专业化程度高的特

点，其科技含量与创新能力领先; 其二，服务业会

带动其它产业生产率提高从而实现整体经济效率

的提升，即生产性服务业通过技术溢出和外部性

特征促进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与效率提升。然而，

产业结构高级化对城市经济效率提升的促进效应

受城市资源条件、工业化阶段、人力资本结构及市

场需求结构等因素的制约，产城关系的不匹配将

导致产业结构高级化对城市经济效率提升产生阻

滞效应。
城市人口规模作为一个城市的显著特性，其很

大程度上是上述诸多制约因素的外部表现，与结构

红利效应的发挥存在关联。不同规模等级城市的高

效率产业与低效率产业不尽相同，产城关系的不匹

配势必会促使有限的资源从高效率的产业流向低效

率的产业。一方面，与制造业相比，服务业更加依赖

于本地市场，大城市集聚了生产性服务密集型的制

造业，这些制造业由于后向关联产生了对生产性服

务业的需求，所以大城市发展高端服务业，有利于改

善结构的不平衡［21］。另一方面，高效率的服务业如

高级生产性服务业依赖于高素质人才，从而受到人

才归类效应的影响。高端服务业如偏离核心城市需

要付出很大代价才能吸引知识密集型的人力资本要

素［22］。因此，中小城市缺乏发展高端服务业的外部

基础条件，服务业占比过高可能导致产业结构与需

求结构不平衡，资源和要素过度集中于低效率的服

务业，资源配置扭曲，反而会降低中小城市的经济

效率。
基于上述分析，提出理论假设 2: 产城之间存在

复杂联动关系，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城市经济效率提

升效应因产城关系的不匹配而存在“门槛效应”，即

城市需跨越一定的规模门槛，方能从产业结构高级

化中获得效益。

四 模型设定与变量选择

1． 变量设定和数据来源

根据研究目的，本研究重点关注产业结构高

级化与产业结构合理化对城市经济效率产生的差

异化影响。相关文献已表明城市经济效率还受到

城市规模、城市基础设施、人力资本、外资参与度

和政府干预程度等因素的影响，故将这些变量作

为控制变量引入。详细的变量设置与计算方法见

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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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变量设置与计算方法

变量 计算方法

被解释变量

核心解释变量

控制变量

城市全要素生产率( TFP) 基于 DEA － Malmquist 指数法计算

产业结构合理化 ( TL) 泰尔指数

产业结构高级化 ( TS) 城市市辖区三产与二产总产值之比( 或从业人员数之比)

城市规模 ( Size) 城市市辖区年末总人口( 万人)

信息基础设施 ( Inf) 城市每万人接入互联网数

交通基础设施 ( Ｒoad) 市辖区人均道路面积( 平方米)

人力资本水平 ( Hum) 市辖区每万人中高等学校在校生人数( 人)

外资参与度 ( Fdi) 市辖区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占 GDP 的比重

政府干预程度 ( Gov) 市辖区财政支出占财政收入的比重

( 1) 被解释变量

城市全要素生产率( TFP) 。本研究以城市全要

素生产率表征城市经济效率，通过比较分析全要素

生产率测算中的参数与非参数估计方法，选取非参

数方法中的 DEA － Malmquist 指数分析法，其既不需

要特定的生产函数和无效率项的分布假设，也不需

要对市场竞争状况进行假设，因此具备参数方法所

不具备的优势。产出指标由城市市辖区实际 GDP
表示，以 2003 年为基期，根据各城市所在省份的

GDP 平减指数进行平减，以消除价格因素的影响。
投入指标包含劳动力投入与资本投入，分别使用市

辖区城镇从业人员加总数和固定资产资本存量衡

量。资本存量采用永续存盘法估计，计算公式为:

Kit = ( 1 － δ) Ki，t － 1 + Iit ，其中 i 和 t 表示地区和

年份，K、I 分别表示资本存量和新增社会固定资产

投资。用基期年固定资产投资总额除以 10% 作为

基期资本存量，δ 表示固定资产折旧率，参考单豪杰

的处理方法，设定折旧率为 10． 96%［23］。
( 2) 核心解释变量

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 ( TL) 。产业结构合理化

的衡量依据是要素投入结构和产出结构的耦合程

度。产业的产出结构或资本结构和就业结构一致，

资源在产业间的配置是有效率的，产业结构是合理

的。考虑到各城市不同产业的相对重要性存在差

异，本研究借鉴干春晖的方法，用泰尔指数测度产业

结构合理化［20］。泰尔指数的计算公式如下:

TL = ∑
n

i = 1
( Yi
Y ) In( Yi

Li /
Y
L )

式中，TL 表示产业结构均衡度的泰尔指数，计

算的是各城市三大产业在样本期内的产值 Yi 与从

业人员数 Li 之间比值的均衡程度; Y 表示城市地区

总产值，L 表示城市总从业人员数; 下标 i 表示第 i
个产业，n 表示产业部门数; Yi /Y 表示产出结构;

Li /L 表示就业结构; TL 反映了产出结构和就业结构

的耦合度。根据古典经济学假设，经济处于理想均

衡状态时各产业生产率水平相同，即 Yi /Li = Y /L ，

从而 TL = 0 。一般情况下，泰尔指数取值大于零，

且该值越大，表明产业结构偏离均衡状态越明显，产

业结构越不合理; 反之，泰尔指数越趋近于零，产业

结构越合理，即该泰尔指数是产业结构合理化变量

的反向指标。
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 ( TS) 。鉴于经济服务化

是产业结构高级化的重要特征，本研究采用城市市

辖区内第三产业地区生产总值和第二产业地区生产

总值的比重来衡量产业结构高级化，即:

TSit = TIit /SIit
式中，TS 表示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该指数越

大代表城市产业结构越高级。此外，由于就业人数

是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影响因素，本研究在稳健性

检验部分，使用城市市辖区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的

从业人员数之比、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从业人员

数之比来分别代替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标。
( 3) 控制变量

城市规模( Size) 。经典城市经济学实证研究通

常选用城市规模来表征城市集聚程度。对城市集聚

经济和集聚不经济的大量研究表明，城市经济效率

可能会随着城市规模的增长呈现先增后减的倒 U
型变化。鉴于市辖区更能准确反映一个城市的范

围，本研究使用市辖区年末总人口衡量城市规模。
基础设施 ( infra) 。改善基础设施尤其是交通

基础设施与信息基础设施，能够显著降低生产要素

的运输成本，加速知识和信息的传播，降低交易费

用，有助于形成城市经济集聚效应。本研究以城市

人均道路面积衡量交通基础设施( Ｒoad) ，并使用每

万人接入互联网数来反映城市信息基础设施水平

( Inf) 。
人力资本 ( Hum) 。作为经济内生增长的主要

动力之一，人力资本的积累是影响城市全要素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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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的重要因素，是实现经济增长从依靠“人口红利”
向释放“人才红利”转变的关键。本研究使用每万

人中高等学校在校生人数衡量人力资本水平。
外资参与度( Fdi) 。外资的流入不仅可以增加

当地资本存量，还能促进当地先进技术的应用与管

理水平的提高，通过技术关联和知识溢出影响城市

全要素生产率。本研究以年度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占

GDP 的比重来反映一个城市的外商直接投资水平，并

将外资金额按历年人民币汇率的平均价格进行折算。
政府干预程度( Gov) 。采用财政支出占财政收

入的比重来表示地方政府对经济的介入程度。
本研究选取的样本是 2003 － 2015 年中国 285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原始数据主要来源

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
和《中国统计年鉴》。考虑到 2011 年至 2013 年间，

国务院撤销了安徽巢湖市，在贵州升格了毕节和铜

仁两个地级市，并在海南成立三沙市及在青海设立

海东市，为保证数据的完整性，本研究涉及的城市是

除拉萨、巢湖、毕节、铜仁、三沙和海东之外的中国

285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个别城市的缺失数据采用

插值法补充。为缓解异方差和多重共线性问题，对

文中相关变量进行了对数化处理。
2． 模型设定与说明

根据上文分析，构建计量模型检验产业结构合

理化与产业结构高级化对城市经济效率的不同影

响。考虑到前期的城市经济效率可能对后期的城市

经济效率存在动态累积效应，实证模型中被解释变

量表现出自回归，静态面板估计结果可能是一致的，

但不是无偏的。因此，构建如下动态面板模型:

lnTFPit = β0 + β1 lnTFPit － 1 + β2 lnTLit +

β3 lnTSit +∑ j
βj* lnXit + ci + ηt + ξit ( 1)

lnTFPit = β0 + β1 lnTFPit － 1 + β2 lnTLit +

β3 lnTSit + β4 ( lnTSit ) * ( lnSizeit ) + ∑ j
β j* lnXit +

ci +ηt + ξit ( 2)

式中，i 和 t 分别表示城市和年份; TFPit 代表城

市经济效率; TLit 和 TSit 分别表示产业结构合理化

与高级 化; β 为系数矩阵; Xit 为控制变量，包括城

市规模及其二次项、人力资本水平、基础设施水平、
政府干预程度、外资参与度等影响城市经济效率的

其他因素; ci 和 ηt 表示地区和时间非观察效应; ξit

表示随机扰动项。为验证理论假设 2，式 ( 2 ) 在式

( 1) 的基础上引入了产业结构高级化与城市规模的

交互项，考察城市规模因素制约下产业结构高级化

对城市经济效率的双重效应。
显然，在动态面板模型中，由于解释变量含被解

释变量的一阶滞后项，从而与扰动项相关，同时全要

素生产率与产业结构还可能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变

量存在内生性，此时 LSDV 和 GLS 方法的估计都是

有偏且不一致的。系统 GMM 估计方法融合了差分

GMM 与水平 GMM 方法，采用因变量一阶差分的滞

后项作为水平方程中因变量滞后项的工具变量，能

在有限样本中得出比差分 GMM 估计量更小的偏

差。因此，本研究使用系统 GMM 方法对上述动态

面板模型进行估计，以控制内生性问题。

五 实证结果与讨论

1． 全国样本的面板系统 GMM 估计结果

运用系统矩估计方法，总体样本中动态面板模

型的估计结果见表 2。表 2 中模型( a) 和模型( b) 分

别以城市市辖区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地区总产值之

比、市辖区三产与二产从业人员数之比来衡量产业

结构高级化指数，其中列 Eq( 2) 和 Eq( 4) 是考虑了

产业结构高级化与城市规模交互作用的情形。矩估

计通过了 Sargan 检验，说明工具变量的选择是有效

的。从 AＲ( 1) 和 AＲ( 2) 的 P 值来看，随机扰动项存

在一阶序列相关，不存在二阶序列相关，符合 GMM
方法有效性的假定。

本研究重点考察了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

高级化对城市经济效率的影响。在不引入交互项的

情况下，如列 Eq( 1) 和 Eq( 3) 所示，基于泰尔指数测

算的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回归系数在 1% 的水平上

显著为负，而作为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反向指标，该指

数越小，产业结构越合理，因此实际产业结构合理化

的影响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产业结构高级化

指数的估计参数不显著，与我国产业结构中服务业

比重不断增加，但服务业总体效率却不高的事实相

吻合。这一方面意味着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变迁与城

市经济效率提升具有稳定的正向关系，我国在现阶

段仍应注重产业结构的聚合质量，关注城市产出结

构与要素禀赋结构之间的协调; 另一方面表明我国

各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及城市化水平差异较大，推动

产业结构高级化需要以当地产业结构的合理化调整

为必要基础。如果地方政府运用行政配置资源方式

盲目追求产业结构高级化，可能不利于基于市场需

求和技术积累所内生的产业结构合理化进程，反而

会限制城市经济效率的拓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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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全国层面城市经济效率动态面板数据系统 GMM 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 a) 模型( b)

Eq( 1) Eq( 2) Eq( 3) Eq( 4)

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 － 0． 1162＊＊＊［－ 4． 03］ － 0． 1153＊＊＊［－ 3． 97］ － 0． 1157＊＊＊［－ 4． 01］ － 0． 1146＊＊＊［－ 3． 98］
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 0． 0275［0． 86］ － 0． 3047＊＊＊［－ 9． 55］ 0． 0263［0． 87］ － 0． 3004＊＊＊［－ 9． 59］
城市规模 1． 1024＊＊＊［6． 01］ 0． 8735＊＊＊［4． 37］ 1． 1032＊＊＊［5． 85］ 0． 8691＊＊＊［4． 34］
城市规模的平方项 － 0． 0968＊＊＊［－ 3． 34］ － 0． 0763＊＊［－ 2． 39］ － 0． 0975＊＊＊［－ 3． 25］ － 0． 0759＊＊［－ 2． 42］
城市交通基础设施 0． 0361＊＊［2． 26］ 0． 0357＊＊［2． 23］ 0． 0364＊＊［2． 28］ 0． 0359＊＊［2． 24］
城市信息基础设施 0． 0413＊＊＊［3． 02］ 0． 0409＊＊＊［3． 01］ 0． 0425＊＊＊［3． 12］ 0． 0423＊＊＊［3． 09］
人力资本水平 0． 0683＊＊＊［4． 57］ 0． 0679＊＊＊［4． 56］ 0． 0695＊＊＊［4． 63］ 0． 0692＊＊＊［4． 61］
外资参与度 0． 0601＊＊＊［7． 79］ 0． 0597＊＊＊［7． 74］ 0． 0612＊＊＊［7． 91］ 0． 0609＊＊＊［7． 88］
政府干预程度 0． 0792［1． 53］ 0． 0807［1． 55］ 0． 0769［1． 49］ 0． 0771［1． 48］
交叉相乘项( 交互项) 0． 0628＊＊＊［2． 83］ 0． 0619＊＊＊［2． 87］
被解释变量滞后一阶 0． 7607＊＊＊［40． 03］ 0． 7603＊＊＊［39． 91］ 0． 7692＊＊＊［38． 47］ 0． 7687＊＊＊［40． 48］
常数项 0． 2251＊＊［2． 32］ 0． 2213＊＊［2． 28］ 0． 2502＊＊［2． 58］ 0． 2463＊＊［2． 54］
Sargan 检验 0． 365 0． 379 0． 371 0． 382
AＲ( 1) 0． 006 0． 002 0． 005 0． 003
AＲ( 2) 0． 853 0． 891 0． 869 0． 875

注: * 、＊＊、＊＊＊分别表示在 10%、5%、1% 水平上显著; 括号里为 t 统计量; Sargan 检验和 Arellano － Bond 给出显著性概率 P 值。

在引入交互项后，如列 Eq( 2) 和 Eq( 4) 所示，产

业结构高级化指数的回归系数为负，而与城市规模

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正，这说明产业结构高级化对

城市经济效率的影响存在城市规模门槛，即当城市

人口规模较小时，产业结构高级化不利于城市经济

效率提升; 只有当城市人口规模达到一定水平，产业

结构高级化才能对城市经济效率产生正向影响。因

为在拥有足够市场需求的大城市，服务业更易于与

上下游企业产生紧密联系，城市规模越大，高端服务

业通过产业前后向关联效应、知识溢出效应及中间

产品本地市场效应，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正

向影响就越大; 而中小城市制造业基础薄弱，市场规

模和人力资源不足，对知识密集型的高端服务业的

内在需求不足，低附加值的服务业又无法与实体经

济产生实际关联，资源和要素过度集中于低效率的

服务业，资源配置扭曲，阻碍了城市经济效率的提

升。具体可根据表 2 的参数估计结果计算出在我国

城市产业结构调整的现有水平下，产业结构高级化

对城 市 经 济 效 率 产 生 促 进 效 应 的 门 槛 规 模:

( lnTFP) /( lnTS) = － 0． 3047 + 0． 0628lnSize ，我

国城市从产业结构高级化获得效率增长的门槛规模

大致为 128 万人，低于该人口规模的城市大力提高服

务业比重反而会对城市经济效率提升产生不利影响。
从控制变量看，模型( a) 和模型( b) 中城市规模

的二次项回归系数在 1% 的水平下显著为负，一次

项系数显著为正，验证了城市规模对经济效率的影

响呈倒 U 型结构; 人力资本对城市经济效率的影响

显著为正，表明教育能够有效促进知识的生产与人

力资本的积累; 交通基础设施和通信基础设施对城

市经济效率的正向影响在 5% 的水平上显著，表明

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能够有效降低交易成本，促

进城市经济发展; 外商直接投资对城市经济效率的

促进作用也得到了验证; 政府干预程度的回归系数

不显著，表明地方政府在培育城市经济潜力方面仍

有待改进。政府在经济转型时期的作用固然重要，

但这种重要性不是表现在政府去干预企业投资决

策，而是在避免扭曲市场机制的前提下优化公共支

出结构，疏通知识过程的建设渠道。
2． 基于东中西部地区分组的分析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长期采取的是非均衡发展战

略，因而不同区域的产业结构变迁在城市经济效率

提升中的作用可能存在差异，分区域层面的回归结

果见表 3。其中，列 Eq( 1 ) 至 Eq ( 6 ) 分别表示不含

和包含交叉相乘项的情况。采用系统 GMM 估计方

法，各列的相关检验值均显示模型不存在二阶自相

关和过渡识别等偏误。
分区域层面，东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变迁对城

市经济效率的影响方向与全国层面总体样本基本一

致，产业结构合理化变迁对城市经济效率提升的

“结构红利效应”仍然存在。产业结构高级化并不

是提高所有城市经济效率的灵丹妙药，在人口规模

较小的城市，产业结构高级化不利于城市经济效率

提升，只有当城市规模达到一定水平，产业结构高级

化才能对城市经济效率产生促进效应。根据表 3 中

产业结 构 高 级 化 指 数 及 其 与 城 市 规 模 交 互 项 的

参数估计结果计算，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城市从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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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分区域层面城市经济效率动态面板数据系统 GMM 回归结果

变量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Eq( 1) Eq( 2) Eq( 3) Eq( 4) Eq( 5) Eq( 6)

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 － 0． 0792＊＊＊ － 0． 0785＊＊＊ － 0． 0841＊＊＊ － 0． 0836＊＊＊ － 0． 1127＊＊＊ － 0． 1123＊＊＊

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 0． 0207 － 0． 2472＊＊ 0． 0153 － 0． 3104＊＊ 0． 0132 － 0． 3147＊＊＊

城市规模 0． 9502＊＊ 0． 6847＊＊ 1． 1025＊＊ 0． 8643＊＊ 1． 3615＊＊ 1． 1305＊＊

城市规模的平方项 － 0． 0828＊＊ － 0． 0621＊＊ － 0． 0971* － 0． 0776* － 0． 1201＊＊ － 0． 0997＊＊

交互项 0． 0526＊＊ 0． 0631＊＊＊ 0． 0635＊＊＊

城市交通基础设施 0． 0265＊＊ 0． 0263＊＊ 0． 0313＊＊ 0． 0311＊＊ 0． 0632＊＊＊ 0． 0629＊＊＊

城市信息基础设施 0． 0327＊＊ 0． 0323＊＊ 0． 0416＊＊ 0． 0413＊＊ 0． 0608＊＊ 0． 0603＊＊

人力资本水平 0． 0913＊＊＊ 0． 0911＊＊＊ 0． 0752＊＊ 0． 0748＊＊ 0． 0468＊＊ 0． 0463＊＊

政府干预程度 0． 0371* 0． 0365* 0． 0807 0． 0815 － 0． 0302* － 0． 0297*

外资参与度 0． 1037＊＊＊ 0． 1033＊＊＊ 0． 0417＊＊ 0． 0406＊＊ 0． 0374* 0． 0386*

被解释变量滞后一阶 0． 8782＊＊＊ 0． 8759＊＊＊ 0． 7297＊＊＊ 0． 7281＊＊＊ 0． 8218＊＊＊ 0． 8213＊＊＊

常数项 1． 3263 0． 8291 － 1． 0730 0． 2064 － 1． 2150 － 1． 1537
Sargan 检验 0． 471 0． 463 0． 421 0． 397 0． 439 0． 452
AＲ( 1) 0． 001 0． 001 0． 012 0． 009 0． 010 0． 008
AＲ( 2) 0． 813 0． 827 0． 738 0． 751 0． 842 0． 856

注: * 、＊＊、＊＊＊分别表示在 10%、5%、1% 水平上显著; Sargan 检验和 Arellano － Bond 给出显著性概率 P 值; 东部地区包含北京、天津、

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 中部地区包括山西、湖北、湖南、河南、江西、安徽、黑龙江、吉林; 其他省份为西部地区。

结构高级化获得效率增长的门槛规模大致为 136 万

人和 142 万人，高于全国总体样本的规模门槛，而东

部样本门槛规模约为 110 万人。可能的原因是，在

非均衡区域发展的作用下，东部地区经济起步较早，

其同等规模的城市产业结构质量明显优于中西部地

区，虽然在中部崛起和西部大开发等区域一体化战

略的影响下，中西部通过承接产业转移和优化内部

产业结构等方式加快了产业结构变迁，但短期内产

业结构高级化对城市经济效率的双重效应受到城市

化发展阶段、市场需求结构和人力资本结构等长期

因素的限制，即便进行高强度的产业结构调整，也需

要跨越更高的城市规模门槛，才能对城市全要素生

产率提升产生促进效应。为确保估计结果的稳健

性，将模型中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的度量方式替换

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单位从业人员数之比，得

到的主要估计结果仍然稳健，且多数控制变量的估

计结果与理论预期相符。

六 结论及建议

1． 结论

第一，产业结构合理化对提升城市经济效率具

有显著促进作用，即产业间要素投入结构和产出结

构的耦合协调程度与聚合质量的改善对城市全要素

生产率增长存在内在推动力。
第二，产业结构高级化对城市经济效率的影响

受城市人口规模的制约，城市需要达到一定的门槛

规模，方能从产业结构高级化中获得经济效益; 对于

市辖区人口尚未达到门槛规模的城市，不宜过早

“去工业化”，在产业格局的选择上盲目追求产业结

构服务化将导致资源空间错配，反而不利于城市经

济效率的提升。
第三，分地区来看，不同区域产业结构变迁路径

对城市经济效率的影响存在差异，中西部地区城市

从产业结构高级化获得效率增长的城市规模门槛高

于全国总体样本和东部城市的规模门槛。
第四，控制变量估计结果显示，城市的外资参与

度、交通基础设施及信息基础设施水平，特别是人力

资本水平的提高有助于城市经济效率提升。
2． 建议

第一，对尚未跨越规模门槛的中小城市而言，需

理性看待产业结构高级化，应将产业结构合理化放

到更为重要的位置。产业结构调整战略应以改善城

市经济效率为导向，选择与城市资源禀赋特征、市场

需求结构及城市化阶段相匹配的产业发展次序。中

小城市首先要推进制造业集聚和特色产业的专业化

发展，才能吸引高效率服务业的集聚，应避免过度追

求产业结构高级化而导致的产业结构不合理。
第二，主要大城市特别是国家中心城市应着力

提升“中国服务”的竞争力，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

重点发展知识密集型的高端服务业，并通过扩散效

应辐射带动周边城市群中小城市制造业的转型升

级。在城市群或都市圈内应增强产业之间的关联度

及互补性，形成城市间产业发展的合理梯度与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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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最终构建服务业与工业融合共生、效率导向的

城市现代产业体系。
第三，要促进人力资本结构升级与产业结构升

级相匹配，重塑以知识生产配置和人力资本要素为

核心的效率模式。应完善城市人力资本体系建设，

加快劳动力中高等教育比重的提升及高端人力资本

的储备，为城市化的知识过程建设开拓空间。

【Abstract】 Industrial structure changing is an important
way to improve the urban economic efficiency，but in the short
term，the effect of rationalization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up-
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is different．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China’s 285 cities in 2003 － 2015，from two perspec-
tives of rationalization and upgrading，this essay builds econo-
metric models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urban TFP，which test-
ed by SYS － GMM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on
the growth of urban economic efficiency． The results show that:
Fristly，the rationalization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nfluence on urban economic efficiency，but the influ-
ence of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is restricted by the size
of the city; Secondly，the influence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on ur-
ban economic efficiency increasing has a size threshold due to
the mismatching of city － industry relations，and only the cities
surpass over a certain threshold size，can they get efficiency
growth benefit from the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Third-
ly，for regions，the size threshold of structural bonus in central
and western areas are higher than the national average level．
【Key words】 rationalization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up-

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economic efficiency; urban
scale; thresh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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